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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各国价格

支持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内容、政策效果和演变趋势。研究表明，为解决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

收入过低等问题，部分国家以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为参考标准，制定并实施了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对于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了粮食生产过剩和市场价格扭

曲等问题，为避免市场扭曲并保证农民收益，各国逐渐将最低支持价格政策转变为直接收入补

贴，辅之以限产休耕、农业保险和绿色发展等配套措施。我国在当前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过程中，应当吸取世界各国经验，对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进行改革时，

应实施“脱钩化”和“半脱钩化”设计，以利用“蓝箱”空间和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空间; 同时

通过限产休耕和定向直接补贴等方式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并通过农业保险和政府一般服务等政

策措施，保障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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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发散蛛网式波动，是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

价格实施干预政策的理论基础。Ezekiel ( 1938) 认

为，由于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大于其需求价格弹

性，在偏离均衡状态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将逐渐

加剧。因此，必须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进行干

预。为了应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农业危机，抑制

农产品价格暴跌和农场纯收入下降，美国政府在出

台的《农业调整法》中设立了无追索权贷款方案，

作为美国政府实施价格支持的主要手段＊＊，其实质

就是最低支持价格( Sumner 等，2010) 。1962 年，欧

洲经济共同体( 简称“欧共体”) 出台了《共同农业

政策》，建立了包括最低支持价格和贸易保护价格

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体系，其中，目标价格

和干预价格作为欧共体设定的农产品价格下限，是

其稳定农产品市场和保证农民收入的两种最低支

持价格政策措施( Morris，2010) 。
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是由政府规定农

产品的最低限价，在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其市场价

格低于价格下限时，由政府通过收入补贴、政府购

买和公共期权合约等政策形式，按照价格下限和市

场价格的差额来对生产者进行补贴 ( WTO，2015;

OECD，2019; Minot 等，2015) 。尽管各国使用的名

称不同，但政策目标基本一致，就是解决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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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追索权贷款是由美国政府事先规定贷款率，在农产品收获后，农民可以把农产品的所有权抵押给商品信贷公司，若抵押期限内的

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贷款率，农民就可以将抵押的农产品交给商品信贷公司，保留贷款

本文称为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源于印度计划委员会的 Minimum Support Price Policy; 二是因为最低支持

价格政策作为一个政策体系，尽管其实施形式多样，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通过设定农产品价格下限来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给予支持



所导致的要素配置不合理问题，促进农业发展、稳

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保障粮食安

全( Timmer，1986; Ali 等，2001; Minot 等，2015) 。国

外学者关于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理论研究

集中于其对社会福利、市场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

影响等方面。Samuelson ( 1948 ) 、Stiglitz ( 1989 ) 认

为，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市场失灵、保证农民收益、促进社会公平。从政

策实施的短期影响来看，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有利于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Ahn 等，1973) 。但

从长期发展看，最低支持价格政策也会导致市场价

格扭曲、生产无效率和社会净福利的损失( Samuel-
son，1948; Otsuka 等，1985) ，造成农产品的生产过

剩和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 Associated Press，2011;

Coleman，1996) 。因此，1995 年 WTO 成立后，最低

支持价格政策被纳入到“黄箱”支持措施中，其总

体支持水平受到限制 ( WTO，2015) 。为了避免市

场扭曲、保证支持力度，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

家和经济体开始改革、不断完善最低支持价格政策

( OECD，2009; FAO，2011) 。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的

局面，保证城市消费者利益，中国政府于 1953 年开

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于购销价格的长期

倒挂，粮食的商品属性未能充分发挥，农民利益不

断流向城镇居民。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对粮食购

销经营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1993 年，粮食统购

和统销价格已经全面放开，为了稳定粮食生产，政

府开始建立价格保护体系，先后实施了粮食订购价

格和粮食保护价格，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农民的种

粮积极性并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政策实施过程

中也存在财政补贴效率低下、国有粮食企业运营成

本高等问题( 高鸣等，2018) 。2000 年后，政府开始

缩小保护价的收购范围。2005 年以来，中国在对

粮食生产实行“三项补贴”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实

施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以稳定农产品市场

并增加农民收入。2014 年至今，中国政府又进行

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点工作。最低收购价、临时

收储和目标价格补贴三种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措施执行以来，中国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持续增

长，农产品价格也在上升 ( 陈锡文，2016) 。但是，

由于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存在的棘轮效应，政

府财政支出日益扩大，“黄箱”支持水平不断上升

( WTO，2016) 。最低支持价格导致的粮价上涨预

期，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因此有必要

对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补贴等农

产品最 低 支 持 价 格 政 策 进 行 改 革 ( 谭 砚 文 等，

2014) 。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和经济体实施农

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时间较长，且在不断改进和完

善，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理清国外相关国家农

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内容、政策效

果和演变路径，总结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实施农产品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历史经验，对于完善中国农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部分国家或经济体实施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背景及目标

( 一)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出台的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使农产品

价格不断下跌。为应对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市场紧

缩，美国罗斯福政府于 1933 年实行“新政”，颁布

了农业调整法。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农业支

持政策来增加农场收入，稳定农业生产。这一时

期，价格支持是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美

国政府实施价格支持的主要手段是无追索权贷款，

也可称为最低支持价格 ( Sumner 等，2010) 。1962
年，欧共体出台了共同农业政策，价格支持政策也

是其核心内容( Morris，2010) 。20 世纪 60 年代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这导致了粮食消费量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对粮食的消费、加工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只能

通过不断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 Mellor
等，1988) 。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

以增加出口，同时避免价格波动对粮食生产和市场

带来冲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施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以此特定的政策手段来保证农民种粮收益，促

使其扩大生产。
最低支持价格制定之初，各国政府针对的主要

是水稻、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政策实施后，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粮食生产过剩的情

形，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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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为了实现农业

的均衡发展、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扩大农产品出口

等目标，各国政府开始对纤维、糖料和油料等经济

作物进行价格支持，这大大拓展了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的 涵 盖 范 围 ( Ahn 等，1973; Aditya 等，2017 ) 。
Ｒashid 等 ( 2008) 认为，国际市场的脆弱性和波动

性增加了农产品市场的价格风险，而较差的基础设

施又阻碍了价格信息的传导机制，为了应对市场价

格波动、稳定农产品价格，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成为

许多国家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可以看出，农

产品供不应求、农民收入过低和农产品价格波动较

大等问题，是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制定农产品最低支

持价格政策的现实背景。
( 二) 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目标

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目标可以大致归纳为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产品价格稳定和粮食安全四

个方面( Minot 等，2015; Mellor 等，1988; Witzke 等，

1993) 。Steven( 2010) 研究发现，1980 年前后，巴西

政府实施的最低支持价格政策逐渐从咖啡转向豆

类作物，最大限度促进豆类产业的发展和增加豆类

作物产量，从而为新兴工业提供原材料。部分国家

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制定了相应的最低支

持价格政策。Gorter 等( 1991) 认为，欧共体实施最

低支持价格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证

农产品的供应并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日本政府

制定的大米最低支持价格也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

以缩小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 平立群，

2018) 。印度政府制定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目的之

一，是为了控制印度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确保农业

生产者在扣除农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支出后仍可

获得足够的利润。部分国家则是基于价格稳定和

粮食安全考虑，制定了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美国农

业部明确表示 ( USDA，1976) ，20 世纪 70 年代初，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国际市场

对美国粮食的需求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出口补贴

政策和美元的贬值，又进一步促进了粮食出口。为

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美国政府

实施了目标价格政策，以促进粮食产业发展、增加

粮食产量。

三、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的制定依据和政策内容

( 一) 基于特定产品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制定

的最低支持价格

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扶持农业发展、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和保证农

民收入。因此，最低支持价格的制定通常要考虑农

作物生产中的资本投入、生产者薪资水平、土地租

金以及其他因素( Ali 等，2012) 。不同国家在制定

最低支持价格时参考的因素有所不同。例如，美国

玉米和小麦的目标价格由该两种农产品的生产成

本和合理收益两部分构成 ( Westcott 等，1999) ; 印

度的最低支持价格不仅考虑了各项农业生产成本，

还额外增加了生产成本总额的 10%作为农民的管

理费用( Malamasuri，2013) 。中国政府在制定最低

收购价、临时收储价格和目标价格时考虑的更全

面，包括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际市场价

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①。俄罗斯政府实施

的国家采购价格还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差异和气候

因素( Braun，1996) 。日本政府也是从生产成本出

发来制定大米、小麦和大麦的最低支持价格，但是

最低价格的制定是以非农部门的劳动工资为参考

标的，与上述国家有所差异( 平立群，2018) 。Minot
等( 2015) 认为在制定最低支持价格时，政府还要

将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即最低支持价格的制定不

仅要考虑其时间变化趋势、不同地区差异性的市场

价格、政策覆盖区域，也要考虑进出口相对数量和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最低支持价格的制定必须

考虑相应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否则，

以历史成本数据为支撑的支持方案可能会偏离预

期目标( Pasour，1983) 。Owen ( 2014) 的研究表明，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以长期世界价格为基础设定

目标价格，其设定的支持价格比过去 10 年世界价

格的平均数高出 10%～20%。加拿大政府于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的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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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过去五年农产品市场平均价格的 90%作为价

格下限，以 对 农 作 物 生 产 和 牲 畜 养 殖 进 行 支 持

( Antón 等，2011) 。
( 二) 部分国家和经济体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实

施的主要形式

尽管不同国家在制定最低支持价格时参考的

因素有差异，但其均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和增加农

民收入，是与特定农产品生产挂钩的价格支持政

策。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部分实施形式如下:

1. 无追索权贷款。无追索权贷款是最低支持

价格政策最初的实施形式，20 世纪 30—70 年代，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此特定措施对大米、玉米、小麦

等 6 种 农 产 品 进 行 价 格 支 持 ( Sumner 等，2010;

Timmer，1986) 。在该方案中，农场主可以将农产品

的所有权作为贷款抵押品，以指定贷款利率从政府

处获得贷款，贷款总额为获准参与质押的农产品数

量与当年贷款率的乘积。农场主可以在贷款期限

内的任意时间还款，还款金额为贷款本金加上应计

利息费用。农场主也可以选择保留贷款资金，并在

贷款到期后，将指定数量的贷款抵押品交予政府。
只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贷款金额及利息的总和，

农场主就可以通过保留贷款来保证收入( Westcott
等，1999)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以贷款率

作为最低支持价格来收购农产品，以稳定农产品市

场并保证生产者利益。
2. 公共期权合约。公共期权合约由巴西政府

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巴西食品供应公司事先宣

布期权涵盖的农产品名称及其执行价格，有意向的

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拍卖来获得期权，在

农产品收获后的一段时期内，若农业生产者决定执

行期权合约，巴西食品供应公司有义务按照执行价

格收购一定数量的农作物 ( WTO，2013) 。执行价

格一般不低于市场价格，可以认为是最低支持价格

政策的一种实施形式。
3. 最低价格收购。实施该种支持政策方式的

国家包括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平力

群( 2018) 发现，日本政府制定的粮食管理制度，要

求相关部门根据规定的大米生产价格，敞开收购农

户当年收获的大米。印度农业和农民福利部规定，

在粮食生产过剩的地区，由印度食品公司、印度黄

麻公司等中央机构根据当地市场上农产品的平均

质量，以政府公布的最低支持价格进行不限量收

购。俄罗斯政府也是在市场价格低至结算价格以

下时，按照国家采购价格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

采购( OECD，2007) 。巴西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一

种实施方式是，巴西国家食品供应公司在特定地区

以最低保证价格收购农民和合作社生产的粮食，或

者由批发商按照参考价格购买粮食，再由国家食品

供应公司补贴批发商，补贴金额大致为市场价格与

参考价格之差( WTO，2013) 。
4. 目标价格干预与补贴。欧共体在实施共同

农业政策之初，主要通过设立目标价格对农产品市

场进行干预，当农产品市场价格降到目标价格以下

时，欧共体就以预先设定的干预价格来收购部分农

产品，确保农产品市场价格保持在目标价格以上。
虽然在 1992 年的改革中，欧共体下调了目标价格，

但其仍通过与种植面积、农产品产量挂钩的直接补

贴来保证农民收益( Skogstad 等，2009) 。美国政府

则是在 1973 年的农业法案中正式实施目标价格补

贴政策* ，当农民面临的有效价格 ( 市场价格和贷

款率中的较高者) 低于设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根

据农户确定的基础面积和其实际单产水平计算出

实际总产量，按照目标价格和有效价格间的差额与

总产量的乘积进行补贴。可以看出，欧共体和美国

在不同时期实施的目标价格政策都是为了在农产

品市场价格过低时，保证农场主利益。
( 三) 中国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内容

1. 最低收购价政策。中国政府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启动了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预

案。在每年的稻谷和小麦播种前，政府会公布两种

作物在部分粮食主产区的最低收购价格，在粮食收

获后的规定收购期限内，若两种粮食作物的市场价

格低于设定的最低价格水平，由国家指定的中储粮

总公司等粮食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收购特定区

域的粮食( 谭砚文等，2014) 。
2. 临时收储政策。2008 年，中国政府开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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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当期生产挂钩的价格支持政策



过临时收储政策对部分粮食、纤维、油料和糖类作

物进行价格支持。当这些作物的市场价格低于托

底价格时，由中储粮公司、中储棉公司等委托单位

按照最低收购价来收购过剩的农产品，避免其进入

市场，以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在托底价格之上; 在

市场价格提高时，政府再将临时收储的农产品通过

多种形式卖出 ( 谭砚文等，2014) 。由于其目标是

提高农产品价格以保证农民收益，可以认为临时收

储预案是最低支持价格的一种实施形式。
3. 目标价格补贴。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先

后启动了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工作。

在两种农产品收获后的采购期限内，若其市场交易

价格低于预定的目标价格水平，由中央财政提供差

价补贴。其中，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资金中的 60%是

根据种植面积发放、40%是根据实际籽棉交售量发

放* ; 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是按照事先确定的实际

种植面积发放。若两种农产品的市场交易价格高

于目标价格，不发放补贴( 徐田华，2018) 。两种农

产品的目标价格均是通过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

方式确定，主要是为了在市场价格较低时保证农民

的种植收益。

四、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实施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效果与演变趋势

( 一)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效果

1.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积极影响。从理论上

说，政府通过最低支持价格干预竞争市场的运行

后，农产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不再必然相等，因为

在这种情形下，最低支持价格政策会激励农民扩大

生产规模，增加其种植收益。由于政府设定了价格

下限，农产品价格也会稳定在最低支持价格以上

( Samuelson，1948; Stiglitz，1989) 。因此，政府实施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农产品

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产品价格稳定三个方面。从政

策执行效果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的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均达到了农作物增产这一效果。Ahn 等( 1973)

发现，由于巴西政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了针对

小麦生产者的支持价格政策，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相

当可观。Mellor 等( 1988) 提出，最低支持价格政策

的实施和高产种子的推广，使印度的主要农作物，

尤其是粮食作物的产量飞速增长。因为最低支持

价格政策的实施而实现产量和种植面积大幅度增

长的还有欧盟( Morris，2010) 、泰国( USDA，2012) 、
印度尼西亚 ( Arifin，2008) 、巴基斯坦 ( Ｒashid 等，

2005) 等国家。同时，Aragie 等( 2016) 的定量分析

表明，最低支持价格政策也会提高相应农产品的生

产率水平。Gallagher( 1978) 发现，最低支持价格在

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均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充

分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谷物、豆类作物生产者的支持

价格弹性要高于市场不充分时同类生产者的支持

价格弹性。部分学者则从农民增收的角度分析了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作用。Witzke 等( 1993) 运用

局部均衡模型发现，美国的价格支持政策在提高农

民收入和增加粮食产量方面均有较明显的效果。
Ali 等( 2001) 发现价格支持、进口和投入补贴之间

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比例也会对生产者福利产生

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除了增加农作物

产量和农民收入的作用外，价格支持政策也有利于

减轻农产品的短期市场价格波动( Kim 等，2002) 。
2.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消极影响。由于政府

规定的价格下限常常要高于市场出清时的均衡价

格，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也会导致农产品的超

额供给。为避免过剩的农产品进入市场，降低其市

场价格，政府必须购买并存储大量农产品，这会造

成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而且劳动力、优质土地和

种子等生产要素也会转向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扶持

的农产品生产，阻碍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并导致生产

的无效率 ( Samuelson，1948; Stiglitz，1989; Timmer，
1986) 。而且，只有当一国是农产品进口国时，为了

避免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市场和农民收入造成冲击，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制定才更有效; 当该国成为农

产品出口国时，最低支持价格会因为提升农产品价

格而削 弱 该 国 农 产 品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 Gallagher，
1988) 。即便实施了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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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我国调整了棉花的目标价格补贴方式，主要内容是 10%的补贴资金根据南疆四地州的种植面积进行补贴，90%的补贴资金

按照全区的实际籽棉交售量进行补贴



不健全等问题也会削弱政策的执行效果，部分贫困

地区的农民仍要以低于最低支持价格的水平出售

粮食( Aditya，2017; Arifin，2008; Cummings，2006) 。
还有部分贫困农民由于需要资金维持生计，被迫在

政府的农产品收购期限外出售粮食，难以享受政府

采购带来的福利( USDA，2012) 。
具体而言，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负面影

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最低支持价格

政策的实施会阻碍市场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农产

品的生产过剩( Associated Press，2011) ; 其次，实施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是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证

农民收入，因此，各国制定的最低支持价格较易受

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当国内外市场相

应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时，农产品的最低支持

价格也被迫提升，给政府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Cole-
man，1996; Hayami，1995; OECD，2014) ; 再次，除了

会提高相应农产品支出在城市居民消费总支出中

所占比例，导致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外，最低支持价

格导致的粮食产量提升也会反过来抑制支持价格

的上 涨，使 农 户 利 益 遭 受 损 失 ( Minot 等，2015;

Witzke 等，1993) 。另一方面，尽管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的实施有利于特定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阻碍了

农业的多样化发展( Aditya，2017) ; 最后，最低支持

价格政策的实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例

如，印度的最低支持价格政策主要针对水稻和小麦

两种粮食作物，这促使优质土地等生产要素向两种

作物的生产聚集，导致了水稻和小麦产量的严重过

剩，而豆类、油料作物的国内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只能从国际市场进口( Chand，2003) 。
( 二)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演变趋势

鉴于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存在诸多弊端，对该项

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许多国家已经从政策支持

目标、政策依据因素和配套政策体系等方面，对农

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进行了调整，以减轻市场价

格的扭曲程度。
1. 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目标从稳定农产品价

格转向保证农民收入。Baffes 等( 1998) 认为，美国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将目标价格政策的依据因素从

生产成本转向历史基期的农产品产量，以降低对农

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从基于供给控制和高价格

支持的目标价格演变为基于历史数据的政府直接

支付，不仅减轻了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所导致的低

下的经济效率，也稳定了农民收益( Téllez，2005) 。
由于缺乏准确性和财政效率，直接补贴已经由美国

政府在 2014 年取消。但是，直接补贴政策的取消

并没有降低美国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而是

转变为参考价格、价格损失保障和生物能源项目等

更隐蔽的调控方式( 谭砚文等，2015) 。20 世纪 90
年代后，欧盟也不断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水平的降低以及向直接收入补

贴的转变。在 2003 年的改革中，欧盟继续降低对

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并通过与环境保护、食品

安全 等 相 关 的 单 一 农 场 补 贴 来 保 证 农 民 收 入

( Candel 等，2014) 。
2. 制定最低支持价格依据的因素从当期农产

品生产成本转向历史基期的农产品产量、种植面积

或农产品市场价格。美国政府在 1985 年和 1990
年出台的农业法案中对目标价格进行了修改，不再

根据生产成本上调农产品目标价格，而是按照基期

种植面积 85%或以下的实际产量来发放差额补贴，

并将无追索权贷款改为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补贴的

营销援助贷款。在 2002 年的农业法案中，美国政

府再次引入了与价格挂钩的目标价格差额补贴机

制，称为反周期补贴，补贴金额按照有效价格 ( 贷

款率和市场价格的较高者加上单位产品固定直接

补贴) 和目标价格的差额，根据固定基期产量的

85%进行发放，避免其对当期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即便是对国内农业实施高支持、高保护政策的日本

政府，对小麦、大豆和马铃薯等农产品的最低支持

价格政策也已经转变为基于基准年固定平均农业

产量的直接支付补贴 ( Godo，2012) 。也有学者认

为，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应设定为同类农产品国

际市场价格的函数，避免支持价格与生产成本挂钩

( Owen，2014) 。与生产成本脱钩的直接支付不仅

可以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使其对市场信号做出

反应，也 有 利 于 农 业 部 门 的 生 产 结 构 调 整

( Associated Press，2011) 。
3. 在实施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同时实

施限产休耕、定向直接补贴和农业保险等配套政策

措施。在 1985 和 1990 年的农业法案中，美国政府

实施了限产休耕计划，要求小麦和棉花等农作物的

生产者将一定比例的基础种植面积用于种植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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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限产 计 划 的 农 作 物，以 修 复 生 态 ( Carolyn 等，

2005) 。欧盟也在 1995 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

实施了耕地面积削减计划，强制性要求大规模生产

者( 谷 物 总 产 量 超 过 92 吨 ) 休 耕 15% 的 农 田

( Sckokai 等，2006) 。在 2003 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

革中，欧盟进一步削减了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力度，

并设立了交叉遵守方案，将给予农民的单一农场补

贴与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法规结合起来，

以实现共同农业政策往市场导向和绿色发展导向

的转变( 崔海霞等，2018)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巴

西政府削减了价格补贴的支出，不再对小麦、甘蔗

和咖啡市场进行管制 ( Branch 等，2005) 。对特定

产品进行最低价格支持在巴西的农业支持总量中

占比较低，更多的是农业信贷、农业保险等非特定

产品支持措施和政府一般服务等“绿箱”措施 ( 马

欣等，2015) 。加拿大政府则是在将最低支持价格

政策转向直接收入补贴时，通过农业稳定、农业恢

复和农业投资三种风险管理方案的混合使用来保

障农民的收益( Kimura 等，2011) 。

五、结论与启示

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 年

代美国政府的无追索权贷款，于 20 世纪 60—70 年

代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农产品供需失衡、农产品市场

价格波动和农民收入过低等问题的一项主要农业

政策。从政策效果来看，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稳定了农产品价格

并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也造成了部分农产品的生产

过剩、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阻碍了农产品的多样

化发展并导致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
为避免农产品市场扭曲、保障农民收益，许多

国家或经济体不断对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进

行改革，这些国家及经济体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

策的演变过程和改革趋势，为我国改革农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1.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目标是保障农民

收益。鉴于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高于需求价格

弹性，如不对农产品市场价格进行干预，农产品市

场就会呈现发散式蛛网波动，且波动会越来越大，

因此，实施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是许多国家保

障农 产 品 市 场 稳 定 的 措 施。然 而，随 着 各 国 以

WTO 关于“黄箱”政策的约束为依据，对政府干预

市场价格政策的争议和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改革

最低价格支持政策的参考标的和实施方式，就成为

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政策变革的主要内

容。从理论上说，最低支持价格能够稳定市场的前

提条件是稳定农民收益。因此，只要农民收益不受

损失，市场价格波动再大，也不会对农民的生产决

策造成太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最低支持价格

的真正目标应该是稳定农民的收益，而非稳定农产

品市场。无论是美国的营销援助贷款利率、价格损

失保障，还是欧盟的单一支付补贴，都与农民当期

的生产决策无关，对农产品市场不会产生直接干

预，而只是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收益。
目前中国实施的稻谷、小麦等最低收购价政

策，都与实际生产相关，会直接对农产品市场产生

影响。因此，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和欧盟转变最低支

持价格政策的历史经验，设定一个动态调整的参照

基期，以基期单产水平、基期种植面积及一定时期

的平均价格为变量计算出农民的平均收益作为一

种预期收益，并根据现时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差额进

行补贴，这样，既能有效保障农民的收益，又能规避

“黄箱”政 策 中 的 微 量 允 许 约 束。按 照 WTO 规

则* ，该种补贴可列入“篮箱”补贴范畴，不会受到

其他 WTO 成员国的投诉。对于我国实施的棉花目

标价格补贴政策，尽管该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保障农

民收益、不干预棉花市场，但由于面对千家万户的

棉农，此项政策的执行成本太高，而在实际操作层

面又往往与面积挂钩。因此，棉花等农产品目标价

格补贴政策的改革，也可通过设计上述措施给予农

民补贴。
2.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效果应避免市场

扭曲。从稳定生产的角度来看，以生产成本为基础

制定的最低支持价格必定高于市场出清时的均衡

价格，否则，就不能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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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TO 农业协定中，基于固定面积或产量的支付，以及按照固定基期产量 85%及以下的支付均归属于“蓝箱”政策措施



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最低支持价格也必然会

持续提升。而持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例如粮食价

格，就会给粮农一个错误信号，粮食价格只涨不跌，

因而导致粮食不断增产、价格不断提升的违反经济

学常识的现象。因此，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对最低支

持价格政策进行了脱钩化和半脱钩化处理，甚至直

接取消了与生产挂钩的补贴政策。例如，美国政府

在 1996 年的农业法案中，将与生产成本挂钩的目

标价格改为基于 85%的历史基期产量发放的生产

灵活性补贴，以降低市场扭曲程度; 在 2002 年的农

业法案中，美国政府又将生产灵活性补贴固定在恒

定水平，称为固定直接补贴; 在 2014 年的农业法案

中则将其完全废除而代之以参考价格( Glauber 等，

2015) ，且部分农产品的固定参考价格是根据过去

五年中去除最高值和最低值后的农产品平均市场

价格的 55%确定( Chite，2014) 。欧盟也在 1992 年

的共同农业改革中，将价格支持政策转为基于历史

限定产量 85%的直接支付，并在 2003 年的共同农

业政策改革中进一步转变为完全与产量脱钩的单

一农场补贴; 到 2013 年，这一补贴已转变为与强制

性环境 保 护 相 关 的 绿 色 直 接 支 付 ( 崔 海 霞 等，

2018) 。
目前，中国实施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预案

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等都是根据生产成本等因素

制定，这就会与市场价格有直接关系，并对农民的

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借鉴美国和欧盟等

国及经济体的实施经验，对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

政策进行“半脱钩化”设计，使其以历史数据为基

准，即按照前 5 年某农产品价格去掉最高值和最低

值后的平均值作为参考价格，来执行各种补贴政

策。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 WTO 规则，充分运用好

非特定产品支持的“黄箱”空间; 也可以使价格支

持政策与当期的农业生产决策脱钩，从而避免市场

扭曲。
3. 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实施应辅以其他配套

政策。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和经济体在

实施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政策

措施。例如日本、美国都采取限产或者休耕的政

策，以保养土壤、避免生产过剩。美国于 2014 年农

业法案中实施了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等

措施，以补偿农民因价格下跌而遭受的损失。加拿

大出台了混合风险管理方案，通过产量保险、收入

保险和投资保险等农业保险措施来稳定农民收入。
欧盟则十分注重绿色发展，实施了绿色补贴措施，

定向用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以看出，无论是日

本、美国的限产休耕等限量生产措施，美国、加拿大

的农业保险措施，还是欧盟基于特定条件的直接补

贴和绿色支付措施，其本质均是在实施价格支持政

策的同时，通过其他配套措施来保护生产者利益和

生态环境，进而实现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中国可以借鉴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经验，

在实施粮食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同时，将部分农业

补贴与轮作、秸秆综合利用等环保指标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休耕补贴范围和力度，将部分直接补贴

资金定向用于耕地、水资源等环境保护，从而将部

分补贴纳入到“绿箱”政策中，降低“黄箱”补贴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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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Minimum Support Price
Policy for Foreig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AN Yanwen，MA Guoqun，Yue Ｒuixue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lement background，policy content，policy effect and evolutionary trend of price support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ome countries hav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minimum
support price polici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hortage and low income of farm-
ers，taking production costs and market prices as reference standards. This kind of policy has made bril-
liant achievement，while it has also caused overproduction of food and distortion of market price.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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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ome series of problems，many countries began to implement direct income subsidies，limited yield
and fallow police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ina should absorb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range from coupling subsidy to decoupling and
semi－decoupling subsidy to take advantage of“blue box”，and release the policy space for non －
product－specific AMS(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in“amber box”，adjust the structure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by limit production，lie fallow and targeted direct subsidy，and implement the meas-
ures，such a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government general services to protect farmers’income and na-
tional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Minimum support price; Implement background; Policy effects; Evolutionary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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